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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从上下游供应链视角探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要素是破解当前数字化转型实践中企业“不愿转、

不敢转、不会转”难题的新思路,本文围绕供应链关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可能影响及作用机理展开实证考察。 研

究结果表明,在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负向影响。 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随着供

应链集中程度的加大,一方面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的动机容易因弱化的研发动力与简单的业务体系而受到抑制,

另一方面企业参与数字化建设的能力容易因密集的专用性资产与不良的信息透明度而受到损害。 在动机与能力

双重机制的作用下,集中的供应链形态不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提升,且这种影响效应受企业内外部要素的调

节,在非国有、处于高度市场化水平环境的企业中更为突出。 本文为企业从供应链关系管理维度加快推进数字经

济发展提供了一定启示。

　 　 关键词:供应链关系　 数字化转型　 研发强度　 业务复杂度　 资产专用性　 信息透明度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4)02-0098-27

　 　 一、问题提出

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洪流下,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数字科技迅猛发展,将人

类经济社会推入一个以数字(数据)为核心特征的全新时代。 数字(数据)成为除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
术和管理之外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经济要素,数字经济一跃成为产业转型升级与企业创新变革的价

值利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这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企业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注入了动力。
作为宏观经济的微观构成,企业承载着宏观数字经济发展与转型的重要功能,成功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既表

征着数字科技与生产发展的深度融合,又是传统生产体系转向数字化生产体系的创新标志,更是驱动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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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主体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然而,现阶段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失败率较高,不同企业间转型进度差

距较大,数字鸿沟明显[1-2] 。 一方面,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不深,缺乏强烈的转型意愿[3] ;另一方面,企
业数字化转型中自身资源与能力不足问题突出,许多企业面临着转型困境[4] 。 赵磊等(2023)通过对杭州市

35 家规模以上制造企业的实地调研指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存在数字化方案提升与数字化软件投入动力

不足、数据治理基础与信息互通共享能力薄弱等问题[5] 。 在此背景下,如何全面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把握

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关键要素,改善企业数字化转型意愿和能力,成为政学业三界共同关注的重大

现实问题。
早期关于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围绕其概念内涵与技术特性展开[6-7] ,随着转型进度的推进,有关企业

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文献开始不断涌现。 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数字化转型具有积极的赋能效果,既有利

于提升企业的成本管理[8] 、生产效率[9] 、经营绩效[10] 与资本市场表现[11] ,也能帮助企业完善信息质量[12] 、
商务模式[13] 、治理结构[14]与专业化分工[15] ,并推动企业开拓市场与研发创新[16-17] 。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

要性已达成广泛共识。 与上述丰富的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研究相比,现有文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

素关注较少。 本文按照影响数字化转型动机与能力的双重视角进行文献梳理后发现,市场竞争[18] 、行业趋

同[19] 、利益相关者诉求[20]等外部环境变化以及业务信息整合、运营效率提升[21] 等内在战略需求是激发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动机来源。 而转型能力的构建受到人力资本、资金技术、组织管理、外部协作等因素的

影响,具体包括员工数字素养[22-23]与数字化领导力[24] ,政府补助[4,25] 、财政科技支出[26] 、科技金融试点[27] 、
供应链金融[28]等资金政策或金融模式,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信息技术支撑[29] ,组织惯性[7] 、动态能力[30] 、
数字文化[31] 、风险承担[4] 、内部治理[32] 等管理特征,以及对战略实施有重要影响的特征要素———社会关

系[33-34] 。 其中,近年来关于供应链关系网络间数字化协同效应的探讨明确了上下游之间的信息沟通、资源

交互与配合协作是达成数字化转型目标的必要条件[32,35] ,也开启了从供应链关系视角探寻企业数字化转型

驱动要素的新思路。
供应链关系作为典型的企业间关系,一般被认为是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与供应商或客户建立起来的

以购销交易为基础的商业关系及其衍生关系的总和[36] ,与政商关系、血缘关系等相比更为普遍与持久[37] 。
其既可能影响企业外在的行业竞争及需求环境,也会对企业内在的运营、资金、信息与治理产生作用,并可

能由此进一步驱动或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机与能力,甚至关系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败。 但遗憾的

是,目前鲜有从供应链关系强度视角出发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 已有关于供应链关系经济后果

的研究多聚焦于企业业绩表现[38] 、投资决策[39] 、融资活动[40-41] 、研发创新[42] 、信息披露[43] 等财务金融领

域,且研究结论不一致。 集中的供应链关系既有可能通过降低成本粘性[44-45] 、提高融资能力[36,41,46-47] 、改善

绩效表现[48-49]等方式为企业创造价值,也有可能通过抑制创新行为[42,50] 、抬高资本成本[40,51] 、加强现金流

操纵[52] 、诱导盈余管理[53]和降低信息质量[37,54]为企业带来风险,其在何种方向、何种程度与何种路径上影

响企业数字化转型,亟待进一步的探索与检验。 尽管翟伟峰和张学文(2021)以小样本考察了供应链关系对

企业数字化投入的直接影响[55] ,但尚未对此影响效应的作用机制与具体路径展开深入剖析。 张志元和马永

凡(2022)围绕异质性客户关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分析缺乏对供应商一侧及供应链三方整体关系的考

量[56] ,且忽略了企业转型动机或能力的细分影响。 不难发现,既有文献对于供应链关系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探讨仍有不足,需要后续更加深入的研究。 厘清供应链关系强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

理,有利于完整揭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决策的理论逻辑,为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意愿与能力困局提供新

的破题思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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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本文以 2008—2021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的动机与能力视

角出发,围绕外部供应链关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可能影响及作用机理展开实证研究,并通过对企业产权

性质与市场化水平的异质性考察揭示企业数字化转型中供应链关系带来的差异化效果。 本文可能的边际

贡献在于:第一,以供应链关系为突破口拓宽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研究边界,为解决现阶段企业数

字化转型前因识别不足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 已有相关文献多以政府调节手段[25-28] 与企业自身特

征[24,30-31]为研究切入点,对社会关系这一重要因素的关注不足。 基于社会关系网络在中国情境下的典型性

与生命力,本文从供应链关系视角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展开的探讨为理解数字化转型实践困局提供了基于中

国情境的解释。 第二,将供应链关系的经济后果研究拓展至企业数字化转型层面,分别从供应商-企业、客
户-企业、供应商-企业-客户三个维度展开研究,以全局性的视角与已有文献形成对照[56] ,并拓展了关于企

业间关系如何影响企业决策的研究,为企业认识并做好供应链管理工作提供了理论参考。 第三,从数字化

转型实践痛点与动机、机会与能力(MOA)理论模型中提炼出动机与能力双重视角的研究思路框架,并通过

研发强度与业务复杂度、资产专用性与信息透明度的具体渠道打开供应链关系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

“黑箱”,同时引入企业内外部因素的异质性考察,为完整揭示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战略决策逻辑、破解

企业数字化转型意愿与能力难题、探索推进供应链层面数字化水平提升提供一定的理论启发意义与经验证

据支撑。

　 　 二、文献综述、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利用包括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在内的数字技术识别复杂环境和组织变

革,探索重构核心经营模式、价值创造路径与运营支撑结构,推动企业全方位要素同数字科学技术深度融合

的重大战略决策[57-58] ,是企业未来商业成功的关键[59] 。 由此,学术界开展了大量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

究。 从文献发展脉络来看,早期关于数字化转型概念内涵与技术特性的研究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后

果文献的不断涌现[6-7] 。 已有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经济效益、组织管理与合作创新都具有赋

能效果。 具体而言,在经济效益方面,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的成本管理[8] 、生产效率[9] 、经营绩效[10] 、

资本市场表现[11] ;在组织管理方面,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完善企业的信息质量[12] 、商务模式[13] 、治理结构[14] 、

专业化分工[15] ;在合作创新方面,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促进企业的新产品开发并提高创新绩效[16-17] 。 上述赋

能效应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的价值创造逻辑,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但相关研究也指出,企业数

字化转型需要面对较高的转型成本及转型不确定性[60] ,中国现阶段企业数字化转型失败率较高,“不愿转、

不敢转、不会转”问题突出[4] ,探索如何推动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改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意愿和能力更加

具有现实紧迫性。
既有文献指出,想要解释或预测组织或个体某种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从动机 - 机会 - 能力理论

(motivation-opportunity-ability,MOA)中寻求分析思路是一个有效的途径[61-63] 。 其中,动机是指主体由内外

部诱因引发的实施某种行为的主观驱动力量;能力是指主体实施行为所必需的各种属性,包括知识、经验与

技能等资源及自我效能感;机会是指特定时空里主体所感知到的、有助于激发其特定行为且不受主体控制

的客观环境因素[64-65] 。 当主体的主观驱动力越强(动机),具备的知识、技术等资源属性越丰富(能力),外
部条件和环境越有利时(机会),主体实施某种行为的可能性越大。 考虑到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环境与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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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政策支持使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会要素大多处于有利状态,探索如何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更多地

从动机与能力两个视角出发。 而许多学者也根据动机与能力两个视角的分析明确了投资[66] 、创新[67-68] 、国
际化[69]等重要企业战略的驱动要素,动机与能力已然成为企业战略选择的两个微观决定机制[66] 。 这也符

合 MOA 理论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不同研究中动机、机会和能力三者之间的要素构成和关系路径具有差异

性,这使得围绕研究对象展开的具体化分析尤为必要。 据此,本文将从动机与能力双重视角对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前因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以更好地发挥既有理论的指导作用。
从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的动机来看,适应环境变化、提高运营效率,并借此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考

量,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战略出发点[21] 。 因此,更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18] 与行业的趋同化转型[19] 、不
断演进的行业技术与利益相关者诉求[20] 、更高的业务信息整合与竞争壁垒构建需求[70] ,都能成为企业开展

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因素。 此外,政府在支持数字化发展过程中所营造的良好氛围与社会对数字化转型

的关注,也为企业提供了转型动力和现实需求[4] 。 从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的能力来看,人力资本、资金技

术、组织管理、外部协作缺一不可。 首先,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战略制定、研发制造、业务运营等环节

均需要具备数字化视野与技能的优秀人才来整合协调[22-23] ,数字化领导力是主导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的关

键[24] 。 其次,在资金方面,政府补助[4,25] 、财政科技支出[26] 、科技金融试点政策[27] 、供应链金融[28] 等能够通

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激励资本投入、缓解融资约束等多渠道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同时大数据、云计算等一

系列技术支撑使企业数字化变革从赋能向使能演进[29] 。 此外,有学者指出,数字化转型是一场组织变革,而
组织惯性是大多数企业转型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7] 。 企业应该具备组织敏捷性,包括敏锐的感知能力、应
对环境变化的动态能力以及兼容的数字组织文化,来提高数字化转型成功的概率[30-31,71] 。 并且,企业的风

险承担能力[4]与内部治理水平[32]也将直接关系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败。 最后,由于内外部环境和战略实

施中蕴含的高不确定性,社会关系在企业数字化能力构建中的重要性相应提升[33] ,组织间关系网络及在此

基础上的信息交流与资源共享对企业的战略实施存在重要影响[34] 。 其中,现有文献对于供应链网络间的数

字化协同效应有着较为丰富的探讨[32,35] ,明确了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紧密配合是达成数字化转型目标的必要

条件[1,72] ,也开启了从供应链关系视角探寻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要素的新思路。 供应链关系作为利益相关

者管理的重要内容,既影响企业外在的行业竞争和市场环境,也影响企业内在的运营、资金、信息与治理状

况,并可能由此进一步驱动或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机与能力,因此有必要厘清供应链关系强度对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理,为破解企业数字化转型难题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与经验证据。
目前,针对供应链关系经济后果的研究尚无一致性的结论。 从效益方面,有学者认为保持稳定集中的

供应链关系有助于合作伙伴之间建立信任,共同发挥支持、监督与治理的角色功能[73] ,从而推动成本优化、
实现资源互补与信息共享[44,74] ,并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与融资能力[36,48] 。 从风险方面,有学者指出,信任不

代表“共济”,商业伙伴之间存在的目标不一致性容易引发资源争夺与相互博弈。 集中的供应链关系要求更

多的专用性资产投入,降低了企业面对大客户或大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75] ,由此给企

业带来了更高的经营风险和现金流风险[76] ,进一步抑制其创新动力与创新投入[42,77] ,并在一定程度上诱导

盈余操纵等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从而造成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与内部治理环境的损害[53-54] 。 以上研究视角

涉及企业业绩表现[38] 、投资决策[39] 、融资活动[40-41] 、研发创新[42] 、信息披露[43] 等多个方面,表明供应链关

系对企业各类经营行为与战略决策的影响已被普遍证实,但针对供应链关系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探讨仍较

为鲜见。 尽管翟伟峰和张学文(2021)以制造业行业 544 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供应链特征对企业数字

化投入的影响,并得出了供应商和客户集中度越高,企业数字化投入越少的研究结论[55] ,但该文献尚未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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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效应的作用机制与具体路径展开深入剖析,所使用的样本数据面也相对较窄。 张志元和马永凡(2022)
基于 2010—2018 年上市公司数据从财务状况和信号传递两个渠道分析客户关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

响[56] ,研究重点围绕异质性客户关系展开,缺乏对供应商一侧及供应链三方整体关系的考量,且未关注到客

户关系对企业自身转型动机或能力的细分影响。 基于关系网络在中国情境下的典型性与生命力,从供应链

关系视角出发围绕实践痛点展开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考察仍具有较大的探索空间与研究价值。
综上所述,一方面,学者们就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进行了较为丰富的探讨,但对其影响因素的考察

则相对欠缺。 已有文献多以宏观环境、企业自身特征或内部管理为切入点,对社会关系这一重要因素的关

注不足,且尚缺乏从动机和能力视角对数字化转型的研究讨论,不利于完整揭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决策

的理论逻辑。 另一方面,供应链关系作为典型的企业间关系特征,对其经济后果的检验多集中于企业绩效、
投融资等财务、金融领域,鲜有研究将其拓展至企业数字化转型层面。 厘清供应链关系在何种方向、何种程

度与何种路径上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进一步丰富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相关探索的潜力。 因此,在
MOA 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启发之下,本文承接已有文献的前沿性,从动机与能力双重视角出发,重点考察供应

链关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可能影响及作用机理。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供应链关系一般被认为是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与供应商或客户建立起来的以购销交易为基础的商

业关系,以及衍生发展而来的包括私人关系在内的其他关系[36] 。 其中,供应商和客户的数量在培育核心企

业与合作伙伴互动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衍生出表征企业间关系亲疏强度的重要指标———供应链集中

度[40] 。 较高的供应链集中度有利于企业与上游关键供应商、下游重要客户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降低

业务复杂度,实现成本优势[44,78] ,但同时也可能因为较高的专用性投资及关系型交易的存在而造成供应链

风险[45,79] 。 这使得企业在面临战略决策时,既需要考虑供应链集中带来的效益在战略实施动机方面的作

用,也需要分析供应链集中蕴藏的风险对战略实施能力的影响。 根据 MOA 理论,作为改变企业整个生产体

系架构的重大战略决策,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实施需要动机、机会与能力三方面的综合作用[61-63] 。 其中,
动机是导致行为发生的内在原因和直接动力,能力和机会则是实现从“心动”到“行动”的助推剂,在行为产

生的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64] 。 尽管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背景给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了良好的机

会条件,但从实践发展来看,许多企业“不愿转、不敢转”———转型动机不足,“不会转”———转型能力不

够[4-5] 。 如何从动机与能力两个方面提高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的可能性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此时,
供应链关系在企业战略决策中的作用路径能从动机与能力两大视角为厘清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局提供一个

新的思路,具体的理论分析如下:
首先,从动机视角分析供应链关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第一,从研发创新上看。 作为企业间关系强度的代表[37] ,供应链集中度的提高意味着企业将与数量更

少的供应商与客户进行商业贸易往来,有限的合作关系能够增强供应链伙伴之间的信任程度并构建更为稳

定的供应链关系,从而降低企业搜寻成本、谈判成本以及契约履行成本等间接成本[80] ,提升供应链效率[81] 。

这种建立在依赖心理之下的基于信任与承诺的效率提升在帮助企业提高绩效的同时[48] ,也可能会降低企业

对于技术效率提升的重视程度与外界技术变化的敏锐感知[55] ,进而促使企业滋生研发创新方面的懈怠心

理,在转型道路上踟蹰不前[82] 。 动机理论指出,当主体表现出要追求目标或要实现某种需求时,主体会为了

满足性的动机而产生相应的行为[83] 。 这种需求既可能来自主体的内部因素,也可能源自外在的环境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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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由集中的供应链关系营造的供销舒适圈中,企业对于运用数字科技提升绩效的目标紧迫性较弱[82] ,受
到市场竞争带来的模仿性压力或行业同质带来的规范性压力等外部诱因的驱动较小[64] ,在创新转型方面难

以产生强烈的需求满足性动机,甚至容易安于现状而故步自封,从而抑制企业推动数字化转型。 即便有企

业存在因供应链信任关系而驱动的数字化转型倾向,但由于现阶段中国数字化整体层面的上下游联动较

少,数字鸿沟明显[1-2,4] ,不同企业间较大的数字化差异与价值目标的不一致性可能带来沟通协调效率的损

失与交易成本的增加[4] ,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的动机难以受到激发。 与此同时,供应链集中度高,说明交易

双方对彼此投入了较多的专用性资产,由此形成的专有化交易关系需要企业以更加审慎的态度去保持和维

系[36] 。 因此,处在集中供应链关系中的企业往往在财务上更加保守,即便拥有大量的现金也缺乏足够的激

励投入技术创新活动[42,84] 。 而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质上是引入数字智能技术对企业全方位系统的改进与开

发,包含数字知识探索、数字场景创造、数字技术融合等多重创新过程,技术配置要求较高,必须依托于充分

的创新资源的支持[22] 。 根据动机理论,主体实施某种行为不仅需要动机的激发,也需要依靠动机的持续性

与指向性[85] 。 企业因供应链集中导致的创新动力不足,一方面使得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基础薄弱,硬件

匹配基础差,损害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机的持续性;另一方面不利于企业把握数字化前沿进展并实时跟进,
模糊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机的指向性,从而加剧了企业对转型的抵制与畏惧心理,阻碍了企业数字化水平

的提升[26,28] 。
第二,从组织结构上看。 相比于高度集中的供应链环境,多元分散的供应链结构将增加企业的业务复

杂度[78] ,促使企业与更多的客户或供应商建立关系。 颜恩点和谢佳佳(2021)指出,组织在社会网络中交往

面越广泛,交往对象异质性越强,越方便其获得各方面的多样信息[86] 。 因此企业在供应链上接触的公司越

多,掌握上下游企业的信息越丰富。 这种通过企业购销交易传递的信息具有广泛性和非同质性的特点[87] ,
需要依靠妥善的数据处理来发挥其独有的信息优势。 信息的潜在价值为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更强

的内在驱动力与方向引导性,激发了企业更强的转型动机[88] 。 此外,分散的供应链关系下的高业务复杂度

公司通常从事高异质性活动,业务活动关联复杂,组织协调和资源配置难度较大,其信息生成涉及业务分部

确认、价格转移、多重货币等诸多问题[89] ,亟需依托数字技术满足及时准确的信息整合需求,以达到降低交

易成本、完善专业化分工并提升业务管理水平的目的[15,90] 。 丁继勇和林慧(2023)在利用 MOA 理论探讨工

程创新行为的研究中指出,项目复杂性是促使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重要动机之一[64] 。 与之相似的是,较低

的供应链集中度导致的业务复杂性使企业在应用数字化技术实施供应链管理方面的动机更强。 换言之,更
为集中的供应链关系削弱了企业因信息整合、业务运营等需求开展数字化转型活动的倾向。 综上,供应链

企业之间关系越集中,越不利于刺激企业萌生数字化转型的迫切动机。
其次,从能力视角分析供应链关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第一,从关系网络上看。 自我利益驱动的个体可能由于未来其他参与者的惩罚威胁,被诱导以符合

集体利益的方式行动[91] 。 当供应链集中度较高时,企业与关键客户或供应商因频繁且量大的商业交易

形成了紧密的关系网络,相对高昂的转换成本及其他潜在关系破裂成本使彼此的依赖关系进一步加强。
这种依赖关系在不对称时就会产生权力失衡[92] 。 过分强调供应链关系强化了上下游之间非平等的资金

和利益交换关系,为了稳住竞争优势,企业会基于外部供应商或客户作出战略决策[49,93] 。 能力理论指出,
主体对自己能在什么水平上完成某一行为所具有的信念、判断或自我感受,即自我效能感,是塑造主体行

为能力的重要因素[94] 。 在高度集中的供应链环境中,相关方的掣肘会使企业面临更高的协调成本与发

展时滞[79] ,削弱了企业的自主性,阻碍了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自我效能感的构建。 进一步地,当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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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主体行为能力的另一要素———从事实践活动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等资源时,供应链集中所带来

的关系锁定会限制企业对内部资源的调动与分配。 具体而言,处于集中供应链结构下的企业为了防止关

键客户或供应商流失,往往倾向于增加关系专用性资产———一种表达长久战略合作意愿的可置信承诺,
以支持、锁定这种独特的商业交易模式[53] 。 这些资产比通用资产的购置和清算难度更大,一旦到达一定

额度,就有可能在契约不完备性的情况下迫使企业处于“被套牢”或“被敲竹杠”的风险之中,为公司未来

经营埋下隐患[45] 。 倘若上下游企业之间放弃合作,巨大的专用性资产沉没成本以及高昂的重新寻找合

作伙伴的交易成本都将使企业暴露在更高的经营风险与现金流风险之下,严重影响企业日常的投资经营

并阻碍企业资源的调配与运用[95-96] 。 同时更多的关系专用性资产也促使企业固定成本上升、转换难度

加大[97] ,这从组织惯性上加大了企业战略变革失败的可能性[7] 。 对于数字化转型这一投资大、见效慢、
时间长的风险活动而言,因供应链集中增加的关系专用性投资从执行信念与资源基础两方面损害了企业

进行数字化改革的能力。
第二,从内部治理上看。 当供应链资金风险传导效应随上下游交易集中情况而有所增强时,管理

层往往倾向于持有较高的现金流以降低财务风险 [ 98] ,然而这种高现金持有会加强管理层的自利心理、
滋生投机行为并诱发供应链上企业代理问题的产生 [ 99] 。 同时,在主要基于关系型交易的供应链形态

中,大供应商与大客户凭借较高的谈判议价优势使得私下信息沟通成为企业传递信息的主要方式 [ 54] 。
企业管理层为了满足相关方盈利预期、获取更高的关系租金并降低信息披露专有性成本,更有动机实

施选择性信息披露、盈余操纵等机会主义行为 [ 43,100] ,甚至出现信息披露违规 [ 37] 。 这进一步加剧了企

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性程度,使管理层具备更为充分地掩盖自利行为的时间与空间,破坏了企业的治

理环境。 能力理论指出,企业的能力是组织内部特有的,必须在组织内部发展,并且与组织结构和内

部治理密切相关 [ 101] 。 不良的治理环境将限制企业资源在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挫伤企业对数字化相关知识、技能、经验的转化与应用能力。 此外,供应链集中导致的内外部信息不

对称性会阻碍开放式信息资源共享模式的构建,并进一步削弱企业的知识获取能力,从而降低企业成

功实施数字化转型的可能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相应的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
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供应链集中度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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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论框架

H1a:供应链集中度将通过削弱企

业研发动力的动机路径抑制企业数字

化转型。
H1b:供应链集中度将通过降低企

业业务复杂度的动机路径抑制企业数

字化转型。
H1c:供应链集中度将通过扩大企

业专用性资产的能力路径抑制企业数

字化转型。
H1d:供应链集中度将通过损害企

业信息透明度的能力路径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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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 2008—2021 年的数据为初始研究样本,为保证样本数据的准确性

与严谨性,剔除金融行业、关键变量数据严重缺失以及在样本期间被∗ ST、ST 和 PT 的公司。 企业数字化转

型指标来源于对企业年报的文本挖掘和关键词提取,供应链数据和控制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深圳希施玛数

据科技有限公司 CSMAR 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 考虑到上市公司前五大客户、供应商数据属于非强制

性披露,并非每家上市公司均会在样本期内同时地、连续地披露主要供应商和客户的情况。 为了更准确地

验证各供应链集中度指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避免因过度剔除数据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本文参考

已有文献[37,54] ,分别选取整体供应链集中度、客户集中度与供应商集中度三类分项指标的最大样本量进行

实证检验,各指标样本观测值存在细微差别。 同时,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 1%分位数的缩尾处理,以

缓解极端值对检验结果造成的偏误。

　 　 (二)模型构建

为检验供应链关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本文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Dtsi,t =α0 +β1X i,t + ∑δ jControlsi,t + Industryi + Yeart +εi,t (1)

其中,Dts 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X 为供应链关系的代理变量,具体包括整体供应链集中度(Scii)、客

户集中度(Customer)与供应商集中度指标(Supply)三类指标;Controls 包括一系列企业层面与宏观层面控制

变量所构成的向量集;Industry 为行业虚拟变量;Year 为年份虚拟变量;εi,t 为随机扰动项。 为了保证研究结

论的稳健性,使用经公司层面聚类调整(cluster)之后的稳健标准误修正异方差对回归结果产生的影响。

　 　 (三)变量界定

1.
 

供应链集中度

本文借鉴殷俊明等(2022) [44] 、方红星等(2017) [54] 的研究方法,分别从供应商-企业、客户-企业、供应

商-企业-客户三个视角出发,以企业前 5 名主要供应商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与前 5 名主要客户销售

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作为代表上游和下游供应链集中度情况的分项指标,以前 5 名供应商采购比例与前

5 名客户销售比例的均值作为衡量整体供应链集中度的综合性指标。 已有文献指出,供应链集中度指标反

映了企业对供应商或客户作出的专有投资程度,同时也是企业与供应商或客户之间关系亲疏的指征[36,40] 。

其中,分项指标有利于具体化分析供应商与企业、客户与企业之间的二元交互关系,综合性指标有利于从三

元视角整体考察供应链主体间的相互影响,并且对同一家企业上下游供应链集中度分项指标同高、同低或

一高一低等各种情形有准确衡量。

2.
 

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文参考已有文献[11-12] ,按照由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和数字技术应用

五个方面组成的数字化关键词词库,借助计算机编程技术 Python 的 Jieba 分词功能从年报中搜索、匹配并统

计相关关键词词频,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指标体系。 考虑到该方法获取的数据具有典型的右偏性特征,

本文将其进行对数化处理,从而得到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指标及各分项细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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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企业规模(Size)、产权性质(Soe)、资产负债率(Lev)、企业年龄(Age)、现金流水平(Cf)、资产期

限结构(PPE)、净资产收益率(Roe)、企业成长性(Growth)、股权集中度(Top1)和市场化指数(Market)作为

控制变量,另设年份虚拟变量(Year)和行业虚拟变量( Industry)。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 1 报告了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样本观测期内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均值为 1. 231,中位数为

0. 693,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4. 977。 与现有研究[11-12] 的统计结果相比,各指标数值相近且略有增长,说明

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不高但正在稳步增长,且不同企业间数字化转型程度差异较大。 在供应链关系方面,
整体供应链集中度、客户集中度和供应商集中度的均值分别为 33. 9%、32. 2%和 35. 3%,中位数为 31. 2%、
26. 1%和 30. 9%,说明依赖主要客户、供应商进行的销售、采购业务约占企业年度业务总量的 1 / 3,中国上市

公司供应链集中度较高,且部分企业整体供应链集中度高达 80%,企业间差异较大。 此外,企业规模、产权

性质、杠杆水平等控制变量与现有研究基本一致,均处于合理范围。 同时,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值基本在

0. 4 以下,各模型 VIF 的最大值与均值均未超过
 

5,说明变量间不存在高度的线性相关问题,模型受到多重共

线性问题的干扰较小。

表 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含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企业数字化转型 Dts 年报中数字化转型关键词的数量加 1 取对数 35
 

976 1. 231 1. 366 0. 000 0. 693 4. 977

整体供应链集中度 Scii (前 5 名供应商采购比+前 5 名客户销售比) / 2 29
 

392 0. 339 0. 171 0. 055 0. 312 0. 850

客户集中度 Customer 前 5 名客户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的比例 35
 

542 0. 322 0. 229 0. 012 0. 261 0. 983

供应商集中度 Supply 前 5 名供应商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的比例 29
 

788 0. 353 0. 203 0. 051 0. 309 0. 943

企业规模 Size 取期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 35
 

976 22. 061 1. 303 19. 551 21. 875 26. 080

产权性质 Soe 国有企业取 1,非国有企业取 0 35
 

976 0. 355 0. 479 0. 000 0. 000 1. 000

资产负债率 Lev 期末负债总额 / 期末资产总额 35
 

976 0. 419 0. 209 0. 049 0. 410 0. 896

企业年龄 Age 当年年份-企业成立年份+1 35
 

976 18. 339 6. 080 2. 000 18. 000 64. 000

现金流水平 Cf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期末资产总额 35
 

976 0. 047 0. 072 -0. 179 0. 047 0. 252

资产期限结构 PPE 期末固定资产净额与期末总资产之比 35
 

976 0. 210 0. 160 0. 002 0. 177 0. 692

净资产收益率 Roe 净利润 / 股东权益平均余额 35
 

976 0. 071 0. 133 -0. 628 0. 078 0. 405

企业成长性 Growth 营业收入增长率 35
 

976 0. 190 0. 446 -0. 574 0. 119 2. 980

股权集中度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 / 总股本 35
 

976 0. 347 0. 149 0. 088 0. 325 0. 747

市场化指数 Market 中国各省份市场化指数 35
 

976 9. 470 1. 709 4. 141 9. 728 12. 353

行业 Industry 行业虚拟变量

年份 Year 年份虚拟变量

　 　 (二)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分别报告了各供应链集中度指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模型均已控制年份与行业固定效

应。 列(1) 、列(3)与列(5)的结果显示,在不控制相关控制变量时,整体供应链集中度、客户集中度和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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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商集中度的回归系数分别为-1. 077、-0. 618 和-0. 675,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在加入相关控制

变量之后,列(2) 、列(4)与列(6)中各供应链集中度指标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 797、-0. 455 和-0. 439,

在绝对值数值上有所减小,但仍保持 1%水平上的负向显著性,且回归方程的R2 有所提高,模型的解释力

得到一定提升。 以上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集中度呈现负相关关系,供应链越集中,企业数

字化转型程度越低,过度依赖大供应商或大客户不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假设 H1 得到验证。
表 2　 供应链集中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变量 (1) (2) (3) (4) (5) (6)

Scii -1. 077∗∗∗ -0. 797∗∗∗

( -14. 624) ( -10. 232)

Customer -0. 618∗∗∗ -0. 455∗∗∗

( -12. 346) ( -8. 935)

Supply -0. 675∗∗∗ -0. 439∗∗∗

( -11. 240) ( -7. 144)

Size 0. 150∗∗∗ 0. 145∗∗∗ 0. 167∗∗∗

(12. 356) (13. 477) (14. 029)

Soe -0. 147∗∗∗ -0. 116∗∗∗ -0. 148∗∗∗

( -4. 647) ( -4. 115) ( -4. 721)

Lev -0. 061 -0. 043 -0. 065

( -0. 880) ( -0. 673) ( -0. 926)

Age -0. 003 -0. 003 -0. 002

( -0. 987) ( -1. 290) ( -0. 695)

Cf -0. 092 -0. 082 -0. 037

( -0. 747) ( -0. 763) ( -0. 302)

PPE -1. 283∗∗∗ -1. 135∗∗∗ -1. 251∗∗∗

( -13. 189) ( -13. 516) ( -12. 883)

Roe -0. 177∗∗ -0. 166∗∗∗ -0. 159∗∗

( -2. 563) ( -2. 681) ( -2. 302)

Growth 0. 052∗∗∗ 0. 038∗∗∗ 0. 039∗∗

(3. 163) (2. 694) (2. 354)

Top1 -0. 173∗∗ -0. 149∗∗ -0. 199∗∗

( -2. 081) ( -1. 977) ( -2. 410)

Market 0. 011 0. 011 0. 013

(1. 236) (1. 405) (1. 461)

常数项 0. 234∗ -2. 476∗∗∗ 0. 159 -2. 486∗∗∗ 0. 145 -2. 936∗∗∗

(1. 938) ( -8. 858) (1. 436) ( -10. 484) (1. 182) ( -10. 793)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9
 

392 29
 

392 35
 

542 35
 

542 29
 

788 29
 

788

R2 0. 462　 　 0. 487　 　 0. 479　 　 0. 502　 　 0. 456　 　 0. 483　 　

　 　 注:∗∗∗ 、∗∗ 、∗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 值,后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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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内生性检验

1.
 

工具变量法

供应链集中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能存在潜在的反向因果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

二乘(IV-2SLS)法来缓解该类内生性偏误。 李欢等(2018)指出,当某一地区的社会信任度较高时,企业有信

心与更多的商户展开合作,对单一合作方的依赖程度较低[102] 。 换言之,较低的社会信任度环境更有可能产

生集中的供应链关系。 社会信任指标作为省市级宏观变量,与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内生联系较小,

符合选用工具变量的理论逻辑。 因此,本文参考已有文献[103-105] 的做法,采用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的社会信任指标(Trust)作为工具变量对模型重新估计。
从表 3 工具变量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可知,各供应链集中度指标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

负,表明社会信任度越高,供应链集中程度越低。 各模型 F 统计量基本大于 10,说明选取的工具变量不存在

弱工具变量问题。 工具变量第二阶段的结果显示,在使用工具变量法控制内生性问题之后,整体供应链集

中度、客户集中度与供应商集中度的回归系数仍至少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集中的供应链结构不利

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升,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此外,为了检验工具变量的排他性约束条件要

求,本文将解释变量与工具变量同时放入原模型中进行回归,结果显示社会信任度的回归系数在各模型中

均不存在显著性,而各供应链集中度指标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这说明社会信任对企业

数字化转型不存在直接影响,工具变量检验的排他性约束条件可以得到较好的满足。

表 3　 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法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Trust -0. 020∗∗∗ 0. 054 -0. 017∗∗∗ 0. 048 -0. 013∗∗∗ 0. 058

( -4. 962) (1. 041) ( -3. 721) (0. 953) ( -2. 649) (1. 131)

Scii -3. 565∗∗∗ -0. 792∗∗∗

( -2. 658) ( -10. 098)

Customer -3. 207∗∗ -0. 456∗∗∗

( -2. 219) ( -8. 897)

Supply -4. 826∗∗ -0. 433∗∗∗

( -2. 045) ( -7. 00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弱工具变量检验 24. 620　 　 13. 844　 　 7. 016　 　

观测值 28
 

999 28
 

999 28
 

999 35
 

042 35
 

042 35
 

042 29
 

394 29
 

394 29
 

394

R2 0. 272　 　 0. 404　 　 0. 488　 　 0. 258　 　 0. 347　 　 0. 502　 　 0. 215　 　 0. 163　 　 0. 484　 　

　 　 注:列(1)、列(4)和列(7)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分别为 Scii、Customer 和 Supply;列(2)、列(5)和列(8)为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其余列为排他性约束和件检验结果,被解释变量均为 Dts;列(2)、列(5)和列(8)括号内为 z 值,其他列括号内为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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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赫克曼(Heckman)两阶段模型回归

供应商和客户数据的选择性披露可能导致研究结论存在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 为了缓解该类偏误,本
文采用赫克曼两阶段模型进一步进行检验。 考虑到企业披露供应商和客户数据的概率会受到行业内信息

披露状况和专有化成本的影响[106] ,参考已有文献[36] ,在赫克曼第一阶段回归中按照企业是否披露供应商及

客户信息设置虚拟变量(DScii、DCustomer、Dsupply)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企业所处行业内每年披露供应商和

客户数据的企业比例(Disrate)及当年企业是否存在不为零的研发投入(Rnd)两项指标作为工具变量,利用

多元概率比回归(Probit)模型计算出逆米尔斯比率( IMR),并将其代入原模型进行检验以控制样本选择性

偏差问题。
从表 4 列(1)—列(3) 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来看,以各供应链集中度指标披露情况设置的虚拟变量

(DScii、DCustomer、Dsupply)与两类工具变量(Disrate、Rnd)均呈现正相关关系,说明工具变量的选择较为合

理。 从列(4)—列(6)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来看,IMR 系数在以整体供应链集中度与客户集中度为解释变量

的两类模型中分别呈现 5%、1%水平上的显著性,说明本文采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回归能较好地解决供

应链信息披露的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 在控制选择性偏差导致的偏误之后,三类供应链集中度指标系数仍

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且各模型的 VIF 值分别为 4. 31、3. 38 与 4. 46,均未超过 10,模型不存在因使用

赫克曼检验导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进一步佐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表 4　 内生性检验:赫克曼两阶段模型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1) (2) (3) (4) (5) (6)

Disrate 0. 004∗∗∗ 0. 003∗∗∗ 0. 004∗∗∗

(9. 736) (7. 218) (8. 980)

Rnd 0. 310∗∗∗ 0. 355∗∗∗ 0. 255∗∗∗

(11. 782) (11. 539) (9. 579)

Scii -0. 789∗∗∗

( -10. 111)

Customer -0. 447∗∗∗

( -8. 765)

Supply -0. 436∗∗∗

( -7. 080)

IMR -0. 218∗∗ -0. 389∗∗∗ -0. 100

( -2. 236) ( -3. 271) ( -0. 96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8
 

133 38
 

133 38
 

133 29
 

263 35
 

293 29
 

659

R2 /伪 R2 0. 469　 　 0. 295　 　 0. 468　 　 0. 485　 　 0. 500　 　 0. 481　 　

　 　 注:列(1)—列(3)括号内为 z 值,被解释变量分别为 DScii、DCustomer 和 DSupply;列(4)—列(6)括号内为 t 值,被解释变量均为 Dts,表 7 同。

　 　 (四)稳健性检验

1.
 

模型调整

考虑到模型可能存在遗漏变量、数据左归并以及时间滞后性等问题,本文分别采用个体时间双向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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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模型、归并回归(Tobit)模型以及滞后一期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 5 结果显示,各供应链集中度的回

归系数均显著为负,本文的基准结论保持不变。

表 5　 稳健性检验 1:模型调整

变量

Dts

固定效应模型 归并回归模型 变量滞后处理

(1) (2) (3) (4) (5) (6) (7) (8) (9)

Scii -0. 175∗∗ -1. 253∗∗∗ -0. 782∗∗∗

( -2. 035) ( -20. 988) ( -9. 421)

Customer -0. 104∗ -0. 780∗∗∗ -0. 446∗∗∗

( -1. 686) ( -18. 372) ( -8. 174)

Supply -0. 125∗∗ -0. 731∗∗∗ -0. 443∗∗∗

( -2. 033) ( -15. 173) ( -6. 76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观测值 29
 

392 35
 

542 29
 

788 29
 

392 35
 

542 29
 

788 25
 

252 31
 

2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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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0. 300　 　 0. 356　 　 0. 303　 　 0. 184　 　 0. 203　 　 0. 182　 　 0. 486　 　 0. 503　 　 0. 483　 　

2. 替换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三种方式替换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是借鉴帕塔图卡斯(Patatoukas,2012) [48] 、方红星

等(2017) [54]的做法,采用孰低法将前 5 名客户销售额比例与前 5 名供应商采购比例两者中的较低者(Scii-

min)作为供应链集中的替代变量。 二是参考殷俊明等(2022) [44] 的研究方法,采用第一大客户的销售比例

(Customer-top)、第一大供应商采购比例(Supply-top)及两者均值(Scii-top)作为原分项指标的替代变量。 三

是考虑到地理距离是企业与相关方关系的重要特征,直接影响着企业的战略活动[107] ,本文借鉴黄珺等

(2022) [107] 、王成园等( 2023) [108] 的研究方法,分别采用根据前 5 名客户销售额比例加权后的地理距离

(Customer-distance)、根据前 5 名供应商采购额比例加权后的地理距离(Supply-distance)作为客户、供应商关

系的替代变量。 该类变量数值越大,说明企业之间的关系越弱。
如表 6 所示,无论采用何种方式替代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均会受到集中紧密的供应链关系的负向

影响,与基准结果保持一致。

表 6　 稳健性检验 2:替换解释变量

变量
Dts

(1) (2) (3) (4) (5) (6)

Scii-min -0. 651∗∗∗

( -8. 135)

Scii-top -0. 912∗∗∗

( -7.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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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续)

变量
Dts

(1) (2) (3) (4) (5) (6)

Customer-top -0. 537∗∗∗

( -6. 939)

Supply-top -0. 422∗∗∗

( -4. 392)

Customer-distance 0. 033∗∗∗

(3. 083)

Supply-distance 0. 021
 ∗

(1. 87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9
 

392 20
 

398 25
 

989 20
 

695 5
 

631 5
 

065

R2 0. 484　 　 0. 500　 　 0. 516　 　 0. 497　 　 0. 501　 　 0. 498　 　

3. 替换被解释变量

首先,本文借鉴张永珅等(2021) [109]的研究,以公司年报附注中披露的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无形资产占

无形资产总额的比例(Dts-IA)来替代原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检验结果如表 7 所示。 可以看出,供应链集中

度负向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结论不受影响。 其次,本文采用虚拟变量作为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另一指

标(Dts-Dummy),当企业年报中首次出现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关键词及之后,虚拟变量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并利用评定(logit)模型进行检验。 表 7 的结果显示,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研究结论较为稳健①。

表 7　 稳健性检验 3:替换被解释变量

变量
Dts-IA Dts-Dummy

(1) (2) (3) (4) (5) (6)

Scii -0. 005∗∗∗ -1. 580∗∗∗

( -6. 077) ( -9. 866)

Customer -0. 003∗∗∗ -0. 922∗∗∗

( -5. 867) ( -8. 041)

Supply -0. 002∗∗∗ -0. 971∗∗∗

( -3. 900) ( -7. 77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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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模型控制了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当加入虚拟变量进行分类后,各类别中的被解释变量需包含 0 和 1,否则该类别会因受到多重共

线性等影响而在模型处理中被剔除。 因此,该 logit 模型中的样本量与主回归模型稍有区别,但不影响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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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续)

变量
Dts-IA Dts-Dummy

(1) (2) (3) (4) (5) (6)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3
 

463 27
 

923 23
 

741 29
 

347 35
 

505 29
 

750

R2 /伪 R2 0. 244　 　 0. 244　 　 0. 241　 　 0. 258　 　 0. 293　 　 0. 257　 　

4. 被解释变量口径细分

本文利用词频统计法计算了数字化转型各层面指标的代理变量,分别记为人工智能技术(Ai)、区块链

技术(Block)、云计算技术(Cloud)、大数据技术(Data)和数字技术应用(Apply),并以整体供应链集中度作为

解释变量,代入模型(1)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8 所示。 可以看出,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各层

面均有抑制作用,进一步佐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①。

表 8　 稳健性检验 4:被解释变量口径细分

变量 Ai Block Cloud Data Apply

Scii -0. 169∗∗∗ -0. 002 -0. 300∗∗∗ -0. 349∗∗∗ -0. 610∗∗∗

( -3. 909) ( -0. 260) ( -5. 168) ( -6. 818) ( -9. 07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9
 

392 29
 

392 29
 

392 29
 

392 29
 

392

R2 0. 358　 　 0. 095　 　 0. 424　 　 0. 418　 　 0. 343　 　

5. 样本范围调整

本文采用限定制造业样本范围与剔除新冠病毒感染年份(2020—2021 年)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检
验结果如表 9 所示。 可以看出,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作用仍然成立。

表 9　 稳健性检验 5:样本范围调整

变量

Dts

限定制造业样本范围 剔除疫情年份

(1) (2) (3) (4) (5) (6)

Scii -0. 877∗∗∗ -0. 777∗∗∗

( -9. 084) ( -9. 282)

Customer -0. 493∗∗∗ -0. 465∗∗∗

( -7. 507) ( -8.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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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经统计,在全部样本中,区块链技术这一变量不为 0 的观测值仅有 676 个,远远小于整体样本观测值(29
 

392),因而可能影响回归结果

的准确性,导致供应链集中度对区块链技术的影响效应较难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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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续)

变量

Dts

限定制造业样本范围 剔除疫情年份

(1) (2) (3) (4) (5) (6)

Supply -0. 491∗∗∗ -0. 369∗∗∗

( -6. 378) ( -5. 60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0
 

129 23
 

862 20
 

180 21
 

129 27
 

262 21
 

482

R2 0. 362　 　 0. 382　 　 0. 357　 　 0. 493　 　 0. 500　 　 0. 488　 　

　 　 五、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一)机制检验

为了更好地打开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黑箱,本文遵循前文理论分析中动机与能

力的双重视角对前述机制路径展开考察。
1. 动机路径:供应链集中度—研发动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为了考察供应链集中度是否通过影响企业的研发动力进而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本文参考闫现伟和

王生年(2022) [110]的研究,采用研发投入占总资产的比例(RDR)衡量企业研发强度并展开作用机制检验。

表 10 中列(1)、列(4)与列(7)的回归结果明确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集中度的负相关关系,确立了机

制分析的基础。 列(2)、列(5)与列(8)中各供应链集中度指标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

供应链集中度的提高将抑制企业的创新投入强度。 列(3)、列(6)与列(9)中研发强度的回归系数在 1%的

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研发强度的提高确实有助于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围绕研发动力展开的这一作用机

制成立。 较高的供应链集中度将阻碍企业开展研发创新活动,而不良的创新生态难以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

供充分持续的驱动力,从而影响企业对数字化建设的深度推进。

表 10　 机制检验:动机路径(供应链集中度—研发强度—企业数字化转型)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Scii -0. 795∗∗∗ -0. 011∗∗∗ -0. 748∗∗∗

( -16. 422) ( -11. 009) ( -15. 471)

Customer -0. 514∗∗∗ -0. 007∗∗∗ -0. 484∗∗∗

( -15. 383) ( -9. 864) ( -14. 536)

Supply -0. 388∗∗∗ -0. 006∗∗∗ -0. 361∗∗∗

( -9. 854) ( -7. 398) ( -9. 199)

RDR 4. 299∗∗∗ 4. 218∗∗∗ 4. 517∗∗∗

(13. 383) (14. 329) (14.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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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续)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2
 

991 22
 

991 22
 

991 25
 

889 25
 

889 25
 

889 23
 

080 23
 

080 23
 

080

R2 0. 493 0. 319 0. 497 0. 503 0. 308 0. 507 0. 490 0. 318 0. 494

索贝尔检验 -8. 516∗∗∗ -8. 138∗∗∗ -6. 562∗∗∗

　 　 注:列(2)、列(5)和列(8)的被解释变量为 RDR,其余列的被解释变量为 Dts。

2. 动机路径:供应链集中度—业务复杂度—企业数字化转型

作为企业重要的运营管理特征,业务复杂度的高低将影响企业在组织协调、资源配置、信息解读等方面

的难易程度,由此引发企业对数字智能技术的不同需求。 企业所处的供应链结构越集中,业务复杂度相对

越低,进而可能从业务需求的角度抑制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活动的动机。 因此,本文参考仓勇涛等

(2020) [111]的研究方法,采用经倒数对数转换后的赫芬达尔指数(HHI)来表示企业业务复杂程度(COM)。

机制分析结果如表 11 所示,列(2)、列(5)与列(8)中业务复杂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供应链集中

度的提高确实有助于降低企业的业务复杂程度。 列(3)、列(6)与列(9)的回归结果显示,业务复杂度的回

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高业务复杂度企业更致力于数字化转型能力的提升,较高的供应链集中度

将弱化企业因复杂业务需求开展数字化转型活动的动机,从而影响企业数字化建设水平,因此围绕业务复

杂度展开的作用机制成立。

表 11　 机制检验:动机路径(供应链集中度—业务复杂度—企业数字化转型)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Scii -0. 842∗∗∗ -0. 152∗∗∗ -0. 831∗∗∗

( -16. 179) ( -6. 987) ( -15. 955)

Customer -0. 460∗∗∗ -0. 083∗∗∗ -0. 454∗∗∗

( -13. 841) ( -5. 624) ( -13. 675)

Supply -0. 479∗∗∗ -0. 049∗∗∗ -0. 475∗∗∗

( -11. 493) ( -2. 815) ( -11. 400)

COM 0. 071∗∗∗ 0. 065∗∗∗ 0. 082∗∗∗

(3. 804) (4. 118) (4. 44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6
 

559 16
 

559 16
 

559 20
 

755 20
 

755 20
 

755 16
 

833 16
 

833 16
 

833

R2 0. 453　 　 0. 090　 　 0. 453　 　 0. 466　 　 0. 088　 　 0. 466　 　 0. 449　 　 0. 090　 　 0. 450　 　

索贝尔检验 -3. 367∗∗∗ -3. 357∗∗∗ -2. 422∗∗

　 　 注:列(2)、列(5)和列(8)的被解释变量为 COM,其余列的被解释变量为 D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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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能力路径:供应链集中度—资产专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

为了考察集中的供应链结构是否通过提高资产专用性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本文采用固定资产净值、
在建工程、无形资产与长期待摊费用之和占企业总资产的比例来度量资产专用性(ASI) [39] ,并进行作用机制

检验。 表 12 中列(2)、列(5)与列(8)的数据显示,各供应链集中度指标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

为正,供应链集中度增加将促使企业投入更多的关系专用性资产。 列(3)、列(6)与列(9)中资产专用性的

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专用性投资的增加将限制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能力,因此资产专

用性在供应链集中度和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作用机制成立。

表 12　 机制检验:能力路径(供应链集中度—资产专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Scii -0. 797∗∗∗ 0. 017∗∗∗ -0. 788∗∗∗

( -19. 914) (5. 666) ( -19. 695)

Customer -0. 455∗∗∗ 0. 008∗∗∗ -0. 451∗∗∗

( -17. 463) (3. 519) ( -17. 333)

Supply -0. 439∗∗∗ 0. 013∗∗∗ -0. 432∗∗∗

( -13. 588) (5. 196) ( -13. 388)

ASI -0. 514∗∗∗ -0. 494∗∗∗ -0. 509∗∗∗

( -6. 760) ( -7. 577) ( -6. 77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9
 

392 29
 

392 29
 

392 35
 

542 35
 

542 35
 

542 29
 

788 29
 

788 29
 

788

R2 0. 487　 　 0. 842　 　 0. 488　 　 0. 502　 　 0. 844　 　 0. 502　 　 0. 483　 　 0. 840　 　 0. 484　 　

索贝尔检验 -4. 317∗∗∗ -3. 215∗∗∗ -4. 152∗∗∗

　 　 注:列(2)、列(5)和列(8)的被解释变量为 ASI,其余列的被解释变量为 Dts。

4. 能力路径:供应链集中度—信息透明度—企业数字化转型

为了检验与信息环境相关的能力路径,本文参考已有研究[112] ,采取过去三年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

值之和来测度信息透明度(Opacity),该指标为负向指标,数值越大,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越差,并将其作为作

用机制展开检验。 表 13 中列(2)、列(5)与列(8)的数据表明,各供应链集中度指标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

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供应链集中程度越高,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越差。 列(3)、列(6)与列(9)的结果表明,信

息透明度的回归系数至少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不良的信息环境不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

高。 而过高的供应链集中度出于对信息环境的损害阻碍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进。 因此,信息透明度在供

应链集中度和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作用机制成立。

表 13　 机制检验:能力路径(供应链集中度—信息透明度—企业数字化转型)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Scii -0. 752∗∗∗ 0. 137∗∗∗ -0. 742∗∗∗

( -15. 065) (12. 162) ( -14.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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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续)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Customer -0. 433∗∗∗ 0. 090∗∗∗ -0. 427∗∗∗

( -13. 102) (11. 872) ( -12. 881)

Supply -0. 407∗∗∗ 0. 078∗∗∗ -0. 401∗∗∗

( -10. 357) (8. 783) ( -10. 173)

Opacity -0. 069∗∗ -0. 068∗∗ -0. 085∗∗∗

( -2. 244) ( -2. 455) ( -2. 75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0
 

795 20
 

795 20
 

795 24
 

770 24
 

770 24
 

770 21
 

097 21
 

097 21
 

097

R2 0. 494　 　 0. 180　 　 0. 494　 　 0. 515　 　 0. 168　 　 0. 515　 　 0. 490　 　 0. 177　 　 0. 490　 　

索贝尔检验 -2. 214∗∗ -2. 412∗∗ -2. 641∗∗∗

　 　 注:列(2)、列(5)和列(8)的被解释变量为 Opacity,其余列的被解释变量为 Dts。

　 　 (二)异质性检验

根据苏涛永和王柯(2021) [113]的研究,数字技术能够跨越不同层次分别发挥连接、跨界和触达作用,这

意味着企业内外部环境因素会反向影响数字技术效能的发挥。 借鉴这一分析思路,本文选取影响企业战略

目标、经济地位等要素的重要企业内部特质———产权性质,与反映区域制度保障与竞争压力的重要外部环

境变量———市场化水平作为调节变量,针对供应链集中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展开异质性探讨,
以期多层次立体式地识别与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

1. 产权性质

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经济地位、战略目标、资源约束等多方面存在天

然差别,供应链关系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可能具有差异性。 第一,从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动机来看,国有企业一般体量较大,受到更多政策优待,其依靠自身的制度优势就能在市场上占据较大

的市场份额,面临的行业竞争压力较小,发展战略也相对保守,对于实施周期长、运行风险大的数字化转

型项目的青睐程度较低,数字化转型的主观意愿和动力不足[11-12] 。 而非国有企业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环

境下尽快抢占领先地位,对于政策热点和社会痛点更为敏感,在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将给予

数字化转型战略更高的关注度。 在此情况下,相对于国有企业,供应链集中对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动

机的抑制作用更大,大客户或大供应商所形成的购销舒适圈容易使非国有企业推行数字化转型的意愿有

较大幅度的降低。 第二,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能力来看,国有企业面临的资源约束较为宽松且声誉良好,
更容易在供应链中占据有利地位,即便面对大客户与大供应商,其在经营、资金方面所受到掣肘相对于存

在资源缺口的非国有企业更少。 并且,国有企业在监管层面遭受更大的压力,实施选择性信息披露、盈余

操纵等机会主义行为的惩罚成本更高,集中的供应链关系不易对企业的信息环境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预计国有产权属性将削弱供应链集中程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作用。 为此,本
文采用产权性质分组与添加交乘项两种方式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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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异质性检验:产权性质

变量
Dts

(1) (2) (3) (4) (5) (6) (7) (8) (9)

Scii -0. 474∗∗∗ -0. 956∗∗∗ -0. 936∗∗∗

( -3. 497) ( -10. 241) ( -10. 392)

Scii×Soe 0. 418∗∗∗

(3. 017)

Customer -0. 241∗∗∗ -0. 563∗∗∗ -0. 534∗∗∗

( -2. 953) ( -8. 748) ( -8. 705)

Customer×Soe 0. 224∗∗

(2. 513)

Supply -0. 347∗∗∗ -0. 492∗∗∗ -0. 515∗∗∗

( -3. 347) ( -6. 670) ( -7. 128)

Supply×Soe 0. 236∗∗

(2. 10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9
 

357 20
 

035 29
 

392 12
 

532 23
 

010 35
 

542 9
 

569 20
 

219 29
 

788

R2 0. 469　 　 0. 490　 　 0. 487　 　 0. 482　 　 0. 500　 　 0. 502　 　 0. 470　 　 0. 485　 　 0. 483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0. 482∗∗∗ 0. 322∗∗∗ 0. 145∗∗

　 　 注:列(1)、列(4)、列(7)为国有企业样本组,列(2)、列(5)、列(8)为非国有企业样本组,列(3)、列(6)、列(9)为全样本组。

表 14 的分组结果显示,整体供应链集中度、客户集中度与供应商集中度的回归系数在国有企业或非国

有企业中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但在非国有企业组别中系数绝对值相对较大。 两组间的系数差异至

少在 5%的水平上显著异于零。 非国有企业样本组中供应链集中度的影响效应更大。 同时,全样本组的结

果表明,整体供应链集中度、客户集中度和供应商集中度与产权性质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均至少在 5%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说明产权性质对供应链集中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国有产权属性

弱化了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负面影响。
2. 区域市场化水平

区域市场化水平是一种常见的衡量企业外部治理环境的指标,能够反映各地区在市场运作时交易机制

及其他各项制度的总体发展程度,对供应链协作与企业经营均有重要的影响。 市场化程度高意味着企业面

临的市场机制更完备,但对应的竞争压力也更大,供应链关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在不同的区域市场

化水平下可能存在不同。 本文借助王小鲁等(2019) [114]的研究,用市场化指数来代表区域市场化水平,并根

据历年数据的平均增长率来推算缺失数据,在此基础上以市场化指数的均值为分界点,高于均值的为高市

场化水平组,否则为低市场化水平组,再分别采用样本分组及调节效应模型两种方式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

见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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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异质性检验:区域市场化水平

变量
Dts

(1) (2) (3) (4) (5) (6) (7) (8) (9)

Scii -0. 847∗∗∗ -0. 716∗∗∗ -0. 209

( -8. 533) ( -6. 288) ( -0. 604)

Scii×Market -0. 061∗

( -1. 718)

Customer -0. 454∗∗∗ -0. 439∗∗∗ -0. 164

( -6. 611) ( -6. 501) ( -0. 797)

Customer×Market -0. 031

( -1. 409)

Supply -0. 505∗∗∗ -0. 348∗∗∗ 0. 094

( -6. 206) ( -4. 074) (0. 330)

Supply×Market -0. 055∗

( -1. 87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7
 

982 11
 

410 29
 

392 20
 

032 15
 

510 35
 

542 18
 

100 11
 

688 29
 

788

R2 0. 463　 　 0. 501　 　 0. 487　 　 0. 471　 　 0. 506　 　 0. 502　 　 0. 459　 　 0. 497　 　 0. 483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0. 131∗ 0. 015 0. 157∗∗

　 　 注:列(1)、列(4)、列(7)为高市场化水平样本组,列(2)、列(5)、列(8)为低市场化水平样本组,列(3)、列(6)、列(9)为全样本组。

由表 15 可知,整体供应链集中度、客户集中度、供应商集中度的回归系数在不同区域市场化水平的样本

组中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并且系数绝对值均在高市场化水平样本组内更高。 其中,在分别采用整体

供应链集中度与供应商集中度作为解释变量的模型中,高市场化水平样本组与低市场化水平样本组的解释

变量组间系数差异分别在 10%与 5%的水平上显著异于零。 全样本组的调节效应模型结果表明,整体供应

链集中度、供应商集中度与区域市场化水平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而客户集中度与区域市场化水

平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方向为负,但不具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从整体来看,供应链集中对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抑制作用在高市场化水平环境下更为明显。 以上结果可能的原因有:第一,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

发育良好的要素市场、中介机构及法律保障等提高了企业开展数字化建设的动力,较高的制度转型程度也

使得企业对市场信息与技术知识等资源的感知与获取能力更强[115] ,而位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区域的企业由

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实施数字化转型的动机与能力相对不足。 当考虑供应链关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

响时,由于低市场化水平区域的企业本身的创新动力、治理水平与数字化程度相对较低,由集中的供应链带

来的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机与能力的抑制作用较小,导致低市场化水平环境下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数字化

转型程度的作用效果受限。 第二,高市场化水平环境下激烈的市场竞争程度使得集中稳定的供应链结构更

为不易,客户流失可能性更高[76] 。 企业为了维护与大客户或者大供应商的关系,更倾向于迎合对方需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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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战略举措上受到更多掣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有序推进,使得高市场化水平区域

内企业供应链集中对数字化转型造成的消极影响更大。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如何全面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是传统实体企业转型升级、塑造新竞争优势需要突破的瓶颈,也是

以“数字中国”战略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已有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

研究多以宏观环境、企业自身特征或内部管理为切入点,对社会关系这一重要因素的关注不足,且缺乏从动

机和能力视角对数字化转型的研究探讨,不利于完整揭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决策的理论逻辑。 考虑到中

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供应链全局视角研究供应

链关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因此,本文以 2008—2021 年沪深 A 股

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的动机与能力两大视角出发,围绕外部供应链关系对企业数

字化转型的可能影响及作用机理展开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负向

影响,供应链关系越集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低,上述结论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

立。 机制检验表明,集中的供应链关系主要通过动机与能力两大路径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负面影响。 随

着企业外部供应链集中程度的加大,一方面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的动机容易因弱化的研发动力与简单的业

务体系而受到抑制,另一方面企业实施数字化建设的能力容易因密集的专用性资产与不良的信息透明度而

受到损害。 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企业内外部因素的异质性考察,本文发现非国有、位于高市场化水平环境下

的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受到集中供应链关系的负向影响更大。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第一,企业应做好供应链关系管理工作,积极拓展更加广泛的

供应链上下游合作关系以降低对外部关键资源的依赖,同时专注于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塑造,争取在数字

化浪潮中把握机遇,迎难而上。 监管机构应完善对企业供应链合作信息的披露政策,除了前五大客户或

供应商的购销信息,也应加强客户或供应商的基本特征披露。 同时,监管机构应设立企业供应链关系预

警制度,加大对市场内集中供应链形态的关注,引导企业维持适度且可持续的供应链关系,从而为企业开

展数字化转型活动打下更为坚实的环境基础。 第二,对于企业,一方面,需要与时俱进,着眼前沿科技不

断激发自身的研发创新动力,借助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支持,努力夯实数字化转型建设的技术配置

基础,同时放眼未来,从长远的业务体系框架设计上挖掘深层次的数字化转型需求,以饱满的内在动机推

动数字化转型水平的稳步提升;另一方面,企业需要谨慎对待专用性资产的投入,在维系供应链关系的同

时更多地关注自身在资金利用、战略转换方面的灵活性,并建立供应链层面上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对高

供应链集中度环境下的代理行为、信息披露行为设置更为严格的内部控制管理手段,提高企业与企业、企

业与行业、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信息沟通与交流,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建设奠定资金流动、战略规划、治理环

境、信息平台等多维度的能力基础。 对于监管机构,首先,需要加快建设面向不同企业类型、不同市场环

境下数字化转型政策体系设计,从制度上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偏好,在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

同时着力降低非国有企业或高度竞争环境下企业的创新成本,根据企业自身资源禀赋与业务框架设计独

具特色的数字化转型路径,提振企业数字化转型动能。 其次,引导企业加强对于关系专用性资产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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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意识,通过财政优惠补贴等激励政策缓解企业在数字化建设中的资源压力,同时加大企业选择性信

息披露行为的监管力度,优化资本市场信息环境,通过搭建数字化转型知识平台增强企业间信息的互联

互通,以供应链层面数字化建设的推进打开优质信息共享格局,从而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实现微观层面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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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policy
 

tool
 

to
 

boost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Meanwhile,
 

the
 

supply
 

chain
 

relationship
 

is
 

a
 

key
 

strategic
 

resource
 

for
 

enterprises,
 

affecting
 

cost,
 

financing,
 

innovation,
 

information,
 

and
 

other
 

aspects
 

of
 

enterprises.
 

Therefore,
 

explor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terpris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supply
 

chain
 

perspective
 

provides
 

a
 

new
 

way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unwillingness,
 

fear,
 

and
 

inability
 

to
 

transform.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test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and
 

the
 

mechanism
 

of
 

supply
 

chain
 

relationships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taking
 

A-share
 

listed
 

enterprises
 

in
 

China
 

from
 

2008
 

to
 

2021
 

as
 

samp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upply
 

chain
 

concentration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enterpris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conclusion
 

still
 

holds
 

after
 

endogeneity
 

and
 

robustness
 

tests.
 

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with
 

the
 

increasing
 

concentration
 

of
 

the
 

supply
 

chain,
 

enterprises ’
 

motivation
 

to
 

undertak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inhibited
 

by
 

weak
 

R&D
 

motivation
 

and
 

low
 

business
 

complexity,
 

and
 

their
 

ability
 

to
 

engage
 

in
 

digital
 

construction
 

is
 

easily
 

weakened
 

by
 

dense
 

specific
 

assets
 

and
 

poor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Under
 

the
 

dual
 

mechanism
 

of
 

motivation
 

and
 

ability,
 

the
 

concentrated
 

supply
 

chain
 

form
 

is
 

not
 

conducive
 

to
 

improving
 

enterpris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eterogeneity
 

analyses
 

show
 

that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or
 

enterprises
 

in
 

highly
 

marketized
 

environments
 

are
 

more
 

negatively
 

affected
 

by
 

supply
 

chain
 

concentration
 

in
 

digitalization.
 

Therefore,
 

on
 

the
 

one
 

hand,
 

enterprises
 

should
 

make
 

greater
 

efforts
 

in
 

supply
 

chain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and
 

actively
 

expand
 

a
 

wider
 

range
 

of
 

supply
 

chain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partnerships
 

to
 

reduce
 

the
 

dependence
 

on
 

external
 

key
 

resourc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need
 

to
 

strive
 

to
 

consolidate
 

the
 

technological
 

configuration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stablish
 

an
 

early
 

warning
 

system
 

for
 

risk
 

measurement
 

in
 

the
 

supply
 

chain.
This

 

paper
 

may
 

contribute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n
 

the
 

following
 

ways.
 

First,
 

it
 

explores
 

enterprise
 

dig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chain
 

relationships,
 

explaining
 

the
 

challenge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Second,
 

it
 

expands
 

the
 

research
 

on
 

economic
 

outcomes
 

of
 

supply
 

chain
 

relationships
 

to
 

enterpris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pplementing
 

current
 

theoretical
 

comprehension
 

and
 

empirical
 

evaluations
 

of
 

inter-firm
 

relationships
 

that
 

influence
 

enterprise
 

decision-making.
 

Third,
 

it
 

aims
 

to
 

elucidate
 

the
 

theoretical
 

pathway
 

by
 

which
 

supply
 

chain
 

relationships
 

affect
 

enterprise
 

digitalization
 

from
 

a
 

dual
 

perspective.
 

The
 

findings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addressing
 

complex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hallenges
 

through
 

effective
 

supply
 

chain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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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sity;
 

business
 

complexity;
 

asset
 

specificity;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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